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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包含人口流动摩擦的空间均衡模型与我国地级市
数据相结合，研究人口迁移对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城市规模与经
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远高于农村
非农业部门，同时大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中小城市，导致我
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出中小城市偏多、大城
市偏少的扁平化特征。进一步降低人口流动壁垒将有利于我国城市
规模的扩张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人口流动，城市规模，空间资源错配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９．０４．０８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结构转型与城市化。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４
年，我国非农就业份额由２９％上升到７０％，城镇人口份额由１８％上升到５４％
（图１）。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在１９８７年，我国流动人口
只有１　５２０万人，约为总人口的１．５％ （Ｃｈａｎ，２０１０）；根据 《中国流动人口
发展报告２０１６》，到２０１５年，总流动人口达到２．４７亿，占总人口的１８％ 。

劳动力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城市与农村以及各城市间的再配置，大大
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率。
然而，如图１所示，我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简新华和黄

锟，２０１０），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世界上其他同等收入的国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２０１４）。根据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２０００年我国
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０．６７，而这一比率在世界其余１２６个国家的平
均值为０．７９。其中，２０００年美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０．８１，韩国的
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０．８９，明显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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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的结构转型与城市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

在我国的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因无法享受居住地的医疗、教育、养老
等公共福利，仍需支付很高的迁移成本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９）。与户籍挂
钩的公共福利政策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Ｎｇ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由于城市
的户籍门槛更高，农业剩余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１，因此城
市人口增长有限。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所有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
劳动力中，只有不到４０％进入城市。随着结构转型的逐步深入，滞后的城市
化明显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尽管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陆铭等，２０１２），劳动生产率

更高 （踪家峰和周亮，２０１５；王建国和李实，２１０５），我国大城市的户籍政策
反而更加严格。其中，２０１４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明确要求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因而呈现出中小
城市居多，（特）大城市偏少的扁平化特征，空间基尼系数明显低于世界其他
国家 （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２０１７）。如图２所示，我国前五十名大城市的相对规模
明显低于美国，而其余中小城市的相对规模则略高于美国。我国以城市规模
为基础的户籍政策，阻止劳动力流入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城市，导致一大部分
城市规模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
造成了效率与福利的损失。

１ 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期，我国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
力。而这一时期的户籍政策仍然十分严格，直到２００３年一些省份才取消对外来人口的暂住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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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美城市规模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２０００人口普查与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中美统计口径不一致，

中国的城市是指地级市下辖的市辖区，美国的城市是指都市区。

本文构建包含人口迁移摩擦的多地区、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我
国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的地级市数据，研究迁移成本对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城
市化水平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反事实分析，我们发现在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流
动人口存量能够解释１１．１％的总产出增长；到２００５年，我国劳动力迁移成本
下降，使经济效率提高４％。然而，我国的人口迁移成本仍然很高，城市的劳
动力进入壁垒远高于农村非农业部门，同时大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中
小城市，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体系呈现扁平化特征。进一步
降低人口流动壁垒将有利于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经济效率的改进。
本文首先与研究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文献相关。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构建了包

含区域贸易与人口流动的量化空间模型，为区域经济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有效
工具。Ｂ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５）基于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型对印度尼西亚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进行分解，发现自１９７６年以来该国４５％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
人口迁移成本的下降与高生产率地区舒适度的改善。另一些文献研究中国的
人口迁移成本对劳动力的空间配置与经济效率的影响 （如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２０）。其中，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构建了包含区域贸易与人口流动的一
般均衡模型，测量我国的贸易与人口迁移成本，并研究其对总劳动生产率的
影响。结果显示，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贸易与迁移成本的下降能够解释高达

３６％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１６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９卷

第二类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关注城市规模。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将城市规模分布的决定因素分解为城市效率、便利设施与摩擦，指出
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好的城市设施将形成更大的城市，但同时也会由于拥挤
效应而产生更多的摩擦。刘修岩与李松林 （２０１７）基于 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的空间模型，研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决定因素，发现迁
移摩擦是造成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的关键因素。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很多
中国城市规模不足 （柯善咨与赵曜，２０１４；梁靖等，２０１５）。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使用中国地级市数据估计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倒 Ｕ形关系，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聚集收益很高，但中国一大部分城市的规模低于最优
规模，造成了收入损失。
本文还与研究空间资源错配问题的文献密切相关 （如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１５）基于Ｒｏｓｅｎ－Ｒｏｂａｃｋ模
型推导出，一国经济的总增长率与每个城市的增长率正相关，与城市间工资
率的分散水平负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城市间名义工资的分散水平在１９６４—

２００９年翻一番，使美国总ＧＤＰ损失１３．５％。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测量了中
国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省间与省内部门间的要素错配，发现要素错配使中国非农
产业的ＴＦＰ损失２０％；其中，省间的要素错配以劳动力错配为主。
与以上文献不同，本文从中国的户籍政策出发，将人口迁移成本与城市

规模相结合，研究劳动力进入壁垒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城市化与经济效率
的影响。首先，本文参考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的方法估计劳动力迁移成
本。与其不同的是：第一，从研究问题上看，本文主要关注劳动力迁移成本
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第二，从模型框架上看，本文将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与Ｎｇ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相结合，构建了农业、农村非农业与城市
非农业三个生产部门。基于这一设定，本文利用我国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乡
差异解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第三，从政策意义上看，本文发现我
国一线大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中小城市，这既能够解释我国城市规模
扁平化的特征，也与我国大城市户籍政策更加严格的现实相吻合。
其次，本文利用迁移摩擦解释中国城市体系的扁平化特征，与刘修岩和

李松林 （２０１７）的研究视角类似。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从研究问题
上看，本文更加关注迁移成本对劳动力空间资源错配与经济效率的影响；
第二，从模型框架上看，本文不仅关注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还关注城乡人
口流动，这更加符合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第三，从估计方法上
看，本文将微观人口数据与空间迁移模型相结合，对双边迁移成本的估计
更加精确。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量化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与估计，第

四部分是反事实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



第１期 王丽莉、乔　雪：我国人口迁移成本、城市规模与生产率 １６９　　

二、量 化 模 型

本文的模型包含Ｎ 个区域，代表我国的Ｎ 个地级市２。每个区域再划分
为两个子区域，农村与城市。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城市
劳动力专门从事非农业生产。因此，模型总共包含三个部门，即农业部门，
农村非农业部门与城市非农业部门３，标记为ｊ∈ ｛ａ，ｒ，ｕ｝。各个地区、部
门的生产效率、土地禀赋与户籍人口数不同。地区ｎ部门ｊ的户籍劳动力为

Ｌｊｎ，土地禀赋为Ｓｊｎ，用于生产与住房。

（一）生产

地区ｎ部门ｊ的生产函数是

Ｙｊｎ＝ＡｊｎＬｊ
βｊ
ｎ Ｓｊ

１－βｊ
Ｙｎ ， （１）

其中，Ａｊｎ，Ｌｊｎ 与ＳｊＹｎ分别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与生产性土地。假定完全

竞争的市场，地区ｎ部门ｊ的产品价格为ｐｊｎ＝ｗｊ
βｊ
ｎ ｒｊ

（１－βｊ）

ｎ ／（ββ
ｊ
ｊ ×（１－βｊ）

１－βｊ×

Ａｊｎ）。其中，ｗｊｎ 与ｒｊｉ 分别代表劳动力工资与地租。Ｒｊｎ＝ｐｊｎＹｊｎ代表地区ｎ部
门ｊ的收入。
假定每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具有异质性４，部门ｊ的总产出是Ｎ 个地区产品

的ＣＥＳ加总 （Ｂ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２０１５；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１５），即

Ｙｊ＝ ∑
Ｎ

ｎ＝１
Ｙｊｎ

σ－１
σ（ ）

σ
σ－１． （２）

假设区域间的贸易成本为０，各地区消费者购买产品ｊ的价格相同，为

Ｐｊ＝（∑
Ｎ

ｎ＝１
ｐｊｎ

１－σ）
１
１－σ。该经济对地区ｎ部门ｊ产品的需求为

Ｙｊｎ＝
ｐｊｎ
Ｐｊ（ ）－σＹｊ． （３）

该经济的总产值为Ｒ＝ ∑
ｊ∈｛ａ，ｒ，ｕ｝

Ｒｊ＝ ∑
ｊ∈｛ａ，ｒ，ｕ｝

ＰｊＹｊ。

（二）偏好

地区ｎ部门ｊ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为

ｕｊｎ＝ｂｊｎ （ｃｊ，ａεａｎ ｃｊ，ｎａ
（１－εａ）

ｎ ）αｓ　ｊ
（１－α）

Ｕｎ ． （４）

２ 还包括同等级的自治州、地区和盟。地级市是我国的第二级行政区划单位，下辖市辖区、县、县级
市等。地级市下辖的市辖区相当于城市。
３ 我们对经济部门的划分参考了Ｎｇ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农业生产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城市的农业部门
很小。因而本文将城市非农业就业规模定义为城市规模。
４ 另一种等价的设定方法是每个地区生产同质性产品，同时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减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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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效用取决于异质性偏好ｂｊｎ、农产品消费ｃｊ，ａｎ 、非农产品消费

ｃｊ，ｎａｎ 与住房面积ｓ　ｊＵｎ。其中，非农产品消费是农村非农产品消费与城市非农产
品消费的ＣＥＳ加总 （Ｎｇ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即

ｃｊ，ｎａｎ ＝［ψｃｊ
，ｒη
－１
ηｎ ＋ （１－ψ）ｃｊ

，ｕη
－１
ηｎ ］ηη－１ ． （５）

劳动力的预算约束为Ｐａｃｊ，ａｎ ＋Ｐｎａｃｊ，ｎａｎ ＋ｒｊｎｓｊＵｎ＝ｖｊｎ，其中Ｐｎａｃｊ，ｎａｎ ＝Ｐｒｃｊ，ｒｎ ＋
Ｐｕｃｊ，ｕｎ ，ｖｊｎ 是单位劳动力的名义收入。因此，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Ｕｊｎ＝ ｂｊｎｖｊｎ
ＰａεａαＰｎａ（１－εａ）αｒｊ（１－α）ｎ

＝ｂｊｎＶｊｎ， （６）

其中，＝（εａεａ（１－εａ）
（１－εａ）α）α （１－α）（１－α）是常数，Ｖｊｎ＝

ｖｊｎ
ＰａεａαＰｎａ（１－εａ）αｒｊ（１－α）ｎ

代表

单位劳动力的实际收入。

将农产品的价格设为１，即Ｐａ＝１。由最优消费决策与市场出清条件可得

Ｐｎａ＝
（１－εａ）ｃａ

εａｃｎａ
＝
（１－εａ）Ｙａ

εａＹｎａ
， （７）

Ｐｒ

Ｐｕ＝
ψ
１－ψ

ｃｕ
ｃｒ（ ）

１
η
＝ ψ
１－ψ

Ｙｕ
Ｙｒ（ ）

１
η， （８）

Ｐｎａ＝［ψηＰ
ｒ （１－η）＋（１－ψ）ηＰ

ｕ （１－η）］
１
１－η ． （９）

（三）收入与地租

将每个地区与部门的所有土地收入分配给在该地区、部门工作的劳动力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８；Ｒｅ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６），地区ｎ 部门ｊ 所有劳动力的总收入为

ｖｊｎＬｊｎ＝ｗｊｎＬｊｎ＋ （１－βｊ）ｐｊｎＹｊｎ＋ （１－α）ｖｊｎＬｊｎ。给定ｗｊｎＬｊｎ＝βｊｐｊｎＹｊｎ，单位
劳动力的名义收入为

ｖｊｎ＝
１
αβｊ
ｗｊｎ． （１０）

给定地区ｎ部门ｊ的土地禀赋Ｓｊｎ，与土地市场出清条件ｒｊｎＳｊｎ＝ （１－α）×
ｖｊｎＬｊｎ＋ （１－βｊ）ＰｊＹｊｎ，地区ｎ部门ｊ的地租为

ｒｊｎ＝
（１－αβｊ）
αβｊ

ｗｊｎＬｊｎ
Ｓｊｎ

． （１１）

由于土地禀赋恒定，当地区ｎ部门ｊ的人口增多时，土地租金会上升。

（四）人口流动

参考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劳动者对于每个地区、部门具有异质性偏好。这

些偏好冲击由Ｆｒéｃｈｅｔ分布Ｇｎ （ｂ）＝ｅ－ｂ
－κ
中抽取，并在地区、部门与劳动

者间相互独立。其中，参数κ描述了劳动者对每个地区、部门偏好的离散度。
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每位劳动者拥有一个地区的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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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地区ｋ部门ｉ的户籍劳动力选择迁移到地区ｎ部门ｊ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但迁移到非户口所在地或非所属部门５将产生迁移成本μ

ｉｊ
ｋｎ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令ｍｉｊｋｎ代表户籍在地区ｋ部门ｉ的劳动力迁移到地区ｎ部门ｊ的份额，
由大数定律可以推导出

ｍｉｊｋｎ ＝ｐｒ
ｂｊｎｖｊｎ
μ
ｉｊ
ｋｎｒｊ

（１－α）
ｎ

≥ｍａｘ
ｍ，ｓ

ｂｓｍｖｓｍ
μ
ｉｓ
ｋｍｒｓ

（１－α）
ｍ（ ）＝

ｖｊｎ
μ
ｉｊ
ｋｎｒｊ

（１－α）
ｎ

（ ）κ

∑
ｓ∈｛ａ，ｒ，ｕ｝

∑
Ｎ

ｍ＝１

ｖｓｍ
μ
ｉｓ
ｋｍｒｓ

（１－α）
ｍ（ ）κ

． （１２）

因此，迁入某一地区的劳动力份额取决于该地区的收入、生活成本 （地
租）与迁入成本相对与其他地区的水平。地区ｎ部门ｊ的劳动力数量为

Ｌｊｎ＝∑
ｋ，ｉ
ｍｉｊｋｎＬｉｋ． （１３）

（五）一般均衡

在一般均衡下，一系列工资率 ｛ｗｊｎ｝、地租 ｛ｒｊｎ｝、产品价格 ｛Ｐｊ｝、劳
动力迁移份额 ｛ｍｉｊｋｎ｝与劳动力数量 ｛Ｌｊｎ｝使式 （３）与式 （７）— （１３）对所有
地区ｎ＝ ｛１，２，…，Ｎ｝与部门ｊ＝ ｛ａ，ｒ，ｕ｝成立。

（六）反事实分析中的新均衡

参考Ｄｅｋ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与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我们把反事实分
析中新均衡值ｘ′相对于初始均衡值ｘ 的变化定义为ｘ

︿
＝ｘ′／ｘ。由式 （１０）—

（１１），可得ｖ
︿ｊ
ｎ＝ｗ

︿ｊ
ｎ＝ｐ

︿ｊ
ｎＬ
︿ｊβｊ－１
ｎ ，ｒ

︿
ｊ
ｎ＝ｗ

︿ｊ
ｎＬ
︿ｊ
ｎ。这样，由式 （１２）— （１３），我

们可以得到新均衡下的迁移矩阵与劳动力数量。

ｍｉｊｋｎ′＝
ｍｉｊｋｎ（ｐ

︿
ｊα
ｎＬ
︿
ｊαβｊ－１
ｎ ／μ

︿
ｉｊ
ｋｎ）κ

∑
ｍ，ｓ

ｍｉｓｋｍ（ｐ
︿
ｓα
ｍＬ
︿
ｓαβｊ－１
ｍ ／μ

︿
ｉｓ
ｋｍ）κ

， （１４）

Ｌｊｎ′＝Ｌ
︿
ｊ
ｎＬｊｎ ＝∑

ｋ，ｉ
ｍｉｊｋｎ′Ｌｉｋ． （１５）

由式 （１）— （３），可以推导出如下３　Ｎ 个公式

ＲｊＬ
︿
ｊβｊ
ｎ ｐ

︿
ｊσ
ｎ ＝Ｐ

︿
ｊσ（∑

ｎ
（ｊｎＬ

︿
ｊβｊ
ｎ ）

σ－１
σ ）σσ－１， （１６）

其中，Ｐ
︿
ａ＝１。由式 （６）— （９）可以推导出非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率

５ 比如，农业户口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性质的区分。由此，跨部门的
劳动力迁移成本将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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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ｒ ＝

（εｒ
εａ
）（∑

ｎ

（ａｎＬ
︿ａ
ｎ
βａ）

σ－１
σ ）

σ
σ－１

ψ（∑
ｎ

（ｒｎＬ
︿ｒ
ｎ
βｒ）

σ－１
σ ）

σ
σ－１＋（１－ψ）（∑

ｎ

（ｒｎＬ
︿ｒ
ｎ
βｒ）

σ－１
σ ）

σ
η（σ－１）（０（∑

ｎ

（ｕｎＬ
︿ｕ
ｎ
βｕ）

σ－１
σ ）

σ
σ－１）

η－１
η

，

（１７）

Ｐ
︿
ｕ ＝

εｕ
εａ
（∑
ｎ

（ａｎＬ
︿ａ
ｎ
βａ）

σ－１
σ ）

σ
σ－１

（１－ψ）（∑
ｎ

（ｕｎＬ
︿ｕ
ｎ
βｕ）

σ－１
σ ）

σ
σ－１＋ψ（∑

ｎ

（ｕｎＬ
︿ｕ
ｎ
βｕ）

σ－１
σ ）

σ
η（σ－１）（１

０
（∑
ｎ

（ｒｎＬ
︿ｒ
ｎ
βｒ）

σ－１
σ ）

σ
σ－１）

η－１
η

，

（１８）

其中，ｊｎ＝Ｒｊ
１
１－σＲｊ

σ
σ－１ｎ ，０＝ ψηＲｕ

（１－ψ）ηＲｒ
［ ］

１
η－１，εｒ＝ψ （１－εａ），以及εｕ＝

（１－ψ）（１－εａ）。

给定初始均衡值 ｛Ｒｊ，Ｒｊｎ，Ｌｊｎ，ｍｉｊｋｎ｝，与劳动力迁移成本的变化

｛μ
︿ｉｊ
ｋｎ｝，我们可以通过求解由式 （１４）— （１８）给出的３　Ｎ×３　Ｎ＋６　Ｎ＋２个等

式，得到３　Ｎ×３　Ｎ＋６　Ｎ＋２个解 ｛Ｐ
︿
ｒ，Ｐ

︿
ｕ，ｐ

︿ｊ
ｎ，Ｌ

︿ｊ
ｎ，ｍｉｊｋｎ′｝，从而获得该经

济的新均衡值。我们将实际ＧＤＰ定义为在初始均衡价格下，三个生产部门的
增加值与住房服务价值的总和。那么，实际ＧＤＰ的变化可表示为

Ｙ
︿

＝（１－α）＋α ∑
ｊ∈｛ａ，ｒ，ｕ｝

εｊ　Ｒ
︿
ｊ／Ｐ

︿
ｊ ， （１９）

其中，地区ｎ部门ｊ收入的变化为Ｒ
︿
ｊ
ｎ＝ｐ

︿ｊ
ｎＬ
︿ｊβｊ
ｎ ，部门ｊ总收入的变化为Ｒ

︿
ｊ ＝

（∑
ｎ
ＲｊｎＲ

︿
ｊ
ｎ）／Ｒｊ，产品ｊ价格的变化为Ｐ

︿
ｊ＝

Ｒ
︿
ｊ
ｎ

Ｒ
︿
ｊ

烄

烆

烌

烎

１
σ－１

ｐ
︿ｊ
ｎ。

三、数据与估计

（一）数据来源与初始均衡值

城市指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密度通常比较高。Ｂａｕｍ－
Ｓｎ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与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指出中国地级市
下辖的市辖区与美国都市区最为接近，因此本文将城市界定为地级市的市辖
区，农村界定为市辖区以外的区域。６由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
鉴与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获得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我国各地级市三部门的

ＧＤＰ、劳动力以及区域、部门间的人口流动数据。其中， 《中国城市统计年

６ 地级市扣除市辖区后包括县和县级市。由于县和县级市的农业就业份额较高、人口密度较低，本文
未将其划入城市。因此，本文的 “农村”包括 “镇和乡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些与地级市同等级
的自治州没有设立市辖区，我们将整个区域界定为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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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提供了各地级市与市辖区按三次产业分的ＧＤＰ，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各地
级市三部门的ＧＤＰ，对应模型中的Ｒｊｎ。自治州、地区与盟的分部门ＧＤＰ来
自各省统计年鉴。各地区的农业、非农业劳动力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非
农业劳动力的城乡分布来自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 （Ｃｅｎｓｕｓ）与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样
调查 （Ｍｉｎｉ－Ｃｅｎｓｕｓ）。
本文在计算实际收入时考虑了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我们将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Ｈｏｌｚ（２００６）构建的１９９０年省级城乡居民消费价格作为基价，然后利用
历年３６个大中城市的ＣＰＩ、各省城镇与乡村ＣＰＩ，构建出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各
省乡村居民消费价格、大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与小城市居民消费价格７。２００２年
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区和镇区是非农产业的聚集地，乡村是农业
生产与农业劳动力的聚集地。参考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我们使用乡村居
民消费价格平减农业名义 ＧＤＰ，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平减非农业名
义ＧＤＰ。

我们把２０００年的数据作为初始均衡。根据数据可得性，全国经济被划分
为２６５个地区。表１展示了各部门的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我们发现，首先，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非农业部门内部，农村劳
动生产率也只有城市劳动生产率的６０％。其次，表１中的高标准差反映出，

在各个部门内部，区域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也很大。我国劳动生产率在部门
间与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如图３所示，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与城市
规模成正比。由于聚集效应的存在，大城市的生产效率更高。因此，在部门
间、区域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重新配置劳动力，继续推进结构转型与城
市化，将使整个经济的效率显著提高。

表１　单位劳动力ＧＤＰ的描述性统计

地区数 （个） 平均值 （元） 标准差 （元）

农业　　　 ２６５　 ５　８３６．３６５　 ３　８０７．７１

农村非农业 ２５３　 １８　６０５．０７　 １０　５００．９９

城市非农业 ２４６　 ３１　３３２．９５　 １７　８２０．７８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与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提供了劳动力的居住
地、所从事的行业、户口所在地以及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
些信息。如果劳动力的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同，或者从事的行业与户口类
型不一致，就被定义为迁移人口。由此，我们可以构建出各地区、部门间的

７ 参考国家统计局构建ＣＰＩ的方法，我们由一省总体的城镇居民ＣＰＩ与该省大中城市的ＣＰＩ，以区域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权重，计算出该省大城市以外地区的ＣＰＩ，作为该省小城市的ＣＰＩ。由此，我们
能够控制不同规模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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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份额矩阵 ｛ｍｉ，ｊｋ，ｎ｝。

图３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注：横轴为２０００年我国各地级市市辖区的非农劳动力的对数，纵轴为市辖区劳均非农ＧＤＰ的对

数，不包含大庆、克拉玛依等石油城市。

表２汇总了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０５年我国劳动力的迁移情况。首先，我国劳动
力的流动规模很大，２０００年已达到１．１７亿，占总劳动力的近２０％。其次，
农业户籍人口从事非农业劳动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占总流动劳动力的

８５％以上；而在这些劳动力中，约６０％选择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此外，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人口流动规模继续扩大，总流动人口增长超过５　０００万，
同时进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增长加快８。

表２　我国劳动力迁移情况

总流动

劳动力

跨地区

流动

地区内跨

部门流动

农业户口

（从事非农工作）

农业户口 （在农

村从事非农工作）

农业户口 （在城

市从事非农工作）

２０００年绝对值

（百万）
１１６．６　 ３８．７　 ７７．９　 １０１．４　 ６１．２　 ４０．２

２０００年占总劳动

力的份额 （％）
１９．４２　 ６．４５　 １２．９８　 １６．８９　 １０．１９　 ６．７０

２００５年绝对值

（百万）
１６９．４　 ５１．８　 １１７．６　 １４９．６　 ８５．３　 ６４．２

２００５年占总劳动

力的份额 （％）
２４．５２　 ７．４９　 １７．０３　 ２１．６５　 １２．３５　 ９．２９

　　注：表中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２００５年人口抽样调查，流动劳动力为存量数据。

８ 城市劳动力增长的一部分原因是城区的边界扩大。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并未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
行政边界进行调整。由于本文的数值模拟并不依赖于两年的总量指标，而是基于各地区平均迁入成本
的变化率，因此行政边界调整形成的扰动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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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参数校准

本文模型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 ｛βａ，βｎａ，σ，η，α，εａ，ψ，κ｝。由于我

国要素市场存在扭曲，并缺少分部门的土地收入数据，我们使用Ｃａｓ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ｅｍａｎ （２００１）计算的美国农业、非农业部门的要素收入份额校准βａ 和βｎａ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９）。其中，美国农业增加值的劳动力、土地与资本收入
份额分别为０．６、０．１９与０．２１；非农业增加值的劳动力、土地与资本收入份
额分别为０．６、０．０６与０．３４。由于本文的生产函数中不包含资本，我们可以
推导出β

ａ＝０．６／ （１－０．２１）＝０．７６，β
ｎａ＝β

ｒ＝β
ｕ＝０．６／ （１－０．３４）＝０．９１。

参考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４）、Ｂ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５），我们将各
地产品的区域间替代弹性σ设为８。Ｎｇ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将农村非农业产品与
城市非农业产品的替代弹性η设为１—５，我们取中间值３。国家统计局的年
度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份额为１１％，农村居民的
居住消费支出份额为１５％，我们将居民非住房消费支出份额α 设为０．８７
（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９）。εａ 代表居民农产品消费支出占非住房消费支出的份

额，由式 （７）可得εａ＝Ｒａ／Ｒ＝０．１６，与我国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居民农业

产品消费份额接近。类似地，我们将参数ψ校准为ψ＝Ｒｒ／ （Ｒｒ＋Ｒｕ）＝０．４６。

参数κ代表人口迁移的收入弹性。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６）将人口迁移的收入弹
性设为４，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９）将人口迁移的收入弹性估计为１．５９。在关

于美国职业流动性的研究中，Ｈｓｉｅ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估计的收入弹性系数为

３．４４，Ｃｏ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ｉｐｏｌｉ（２０１４）使用的收入弹性系数为３．２３。参考这些文
献，本文将参数κ设为３。本文的模型参数校准汇总在表３中。

表３　模型的参数校准

参数 校准值 参数的描述／校准目标

βａ ０．７６ 农业增加值 （不含资本）的劳动力收入份额

βｎａ ０．９１ 非农业增加值 （不含资本）的劳动力收入份额

σ ８ 产品的区域间替代弹性

η ３ 农村非农产品与城市非农产品的替代弹性

α ０．８７ 居民非住房消费支出的份额

εａ ０．１６ 农业产品消费支出占非住房消费支出的份额

ψ ０．４６ 农村非农产品消费支出占非农产品消费支出的份额

κ ３ 人口迁移的收入弹性

９ 在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１５）的工作论文中，他们将该参数校准为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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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移成本的估计

给定各地区三部门的人均实际收入 ｛Ｖｊｎ｝，各地区、部门间的人口迁移份

额 ｛ｍｉｊｋｎ｝与模型参数κ，我们由式 （１２）计算出劳动力迁移成本 ｛μ
ｉｊ
ｋｎ｝１０。如

表４所示，２０００年我国劳动力的平均迁移成本为３．１３，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平
均损失６８％的实际收入。与本文的估计结果相一致，我国２００２年家庭收入调
查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数据显示，大多农民工认为城市收入比留在农村地区的收入
高３倍左右。高昂的迁移成本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分部门来看，我国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本为６．５７，是农村非农

业部门平均迁入成本的２倍以上。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国劳动力的平均
迁移成本下降了１４．６％，但仍然很高。其中，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
本下降了１３％，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本下降了１２％。

表４　劳动力的平均迁移成本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变化 （％）

平均迁移成本　　　　　　　 ３．１３　 ２．６８ －１４．６０

农村非农业部门平均迁入成本 ２．６３　 ２．２８ －１３．１６

城市非农业部门平均迁入成本 ６．５７　 ５．７８ －１１．９４

　　注：平均迁移 （入）成本是以迁移 （入）劳动力数量为权重的调和加权平均数。在构建２００５年的

总体平均迁移成本时，我们使用三部门２０００年的迁入劳动力数量作为权重。由此，总体平均迁移成本

的变化不受迁移权重变化的影响。

我国一线大城市的迁入成本明显高于中小城市。其中，２０００年北京、上
海、广州三个一线大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为８．６９，４４个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
市 （不包括东莞）的平均迁入成本为７．５７，三线以上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１１

为５．２７。作为流动人口的聚集地，深圳与东莞的平均迁入成本为３．５９，明显
低于其他城市。
为了研究劳动力进入壁垒与城市规模的关系，我们假定劳动力的迁移成

本与两地间的距离以及迁入地的进入壁垒正相关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２０），即

μ
ｉｊ
ｋｎ＝λ０ｄλ１ｋｎｅｊｎ。其中，λ０ 与λ１ 是常数，ｄｋｎ是ｋ、ｎ两地的大圆距离，ｅｊｎ 是地
区ｎ部门ｊ的进入壁垒。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进行如下两步回归分析。

ｌｎμ
ｉｕ
ｋｎ ＝ｌｎλ０＋λ１ｌｎｄｋｎ＋∑λｓｘｓ＋ｌｎｅｕｎ＋ξｉｕｋｎ， （２０）

ｌｎｅｕｎ＝ρ０＋ρ１ｌｎＬ
ｕ
ｎ＋ξ

ｕ
ｎ． （２１）

首先，我们对方程 （２０）进行回归，获得迁入城市的固定效应ｅｕｎ。其中，

１０ 我们将非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标准化为１，即μｉｊｎｎ＝１；如果两地间的流动人口数为０，则迁移成本
为∞。　
１１ 城市分级参考２０１７年 《第一财经周刊》的名单。平均迁入成本的计算方法与表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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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ｓ 是控制变量，包括是否跨部门迁移、是否跨地级市迁移、是否跨省迁移以
及来源地固定效应。然后，我们由方程 （２１），得到决定城市进入壁垒与城市
规模关系的系数ρ１。此外，我们还使用各城市以迁入劳动力数量为权重的加
权平均迁入成本μ

ｕ
ｎ作为进入壁垒的替代变量，对城市规模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进入壁垒低的城市规模扩张更快，自变量与因变量可能存在双向因
果的关系。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陆铭等 （２０１２）的方法，使用

１９５３年的城市人口数量作为２０００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表５展示了回归分
析结果１２。我们发现，当城市规模扩大１％时，城市的进入壁垒会扩大

０．０８９％—０．１３２％。其中，使用工具变量后，城市规模的系数更大。

表５　城市进入壁垒与城市规模

变量
ＯＬＳ　 ＩＶ

ｌｎｅｕ　 ｌｎμｕ　 ｌｎｅｕ　 ｌｎμｕ

ｌｎＬｕ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常数项 ０．９５７＊＊＊ ２．４１２＊＊＊ ０．８５８＊＊＊ ２．４３９＊＊＊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７）

变量数 ２３６　 ２３６　 １０７　 １０７

Ｒ 平方 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注：括号内是标准差，＊＊＊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四、反事实分析

（一）人口流动的经济贡献

１．２０００年的流动人口存量
基于反事实分析的方法，我们首先测算２０００年的流动人口存量对经济总

产出的贡献。我们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同一地区跨部门、同一部门跨地区以及
跨地区并跨部门三类。为了计算同一地区跨部门人口流动的经济贡献，我们
在反事实分析中，将同一地区跨部门的劳动力迁移成本设为无穷大，其他类
型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保持不变，即若ｋ＝ｎ，ｉ≠ｊ，则μ

︿ｉｊ
ｋｎ＝!；否则μ

︿ｉｊ
ｋｎ＝１。

在这样的设定下，一个地区持有农业户籍的人口将不会在本地区内从事非农
业劳动。经计算发现，地区内部跨部门的人口流动，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减少

６．７６％，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增长１１．７６％，城市非农业劳动力增长３．４２％，
实际ＧＤＰ１３增长４．１５％。显然，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对我国农村非农业劳

１２ 我们在方程 （２１）的回归中，删除了石油城市大庆、克拉玛依等异常值。由于１９５３年的城市数量
较少，工具变量回归的样本减少。
１３ 由于劳动力总量不变，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等价于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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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增长的贡献更大，而对城市化的贡献有限。
为了测算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的经济贡献，我们在反事实实验中，

将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迁移成本设为无穷大，其他类型的人口迁移成本保持
不变，即若ｋ≠ｎ，ｉ≠ｊ，则μ

︿ｉｊ
ｋｎ＝!；否则μ

︿ｉｊ
ｋｎ＝１。结果显示，跨地区并跨部门

的人口流动，使我国城市非农业劳动力增长１８．４５％，经济总生产率上升

６．６８％。相比而言，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对我国城市化的贡献更大。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东莞这些主要人口流入城市在劳动力与总产出上的收益最大。
将同一地区跨部门、同一部门跨地区１４以及跨地区并跨部门三类流动人口

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直接加总，２０００年的流动人口存量使我国的实际ＧＤＰ总
共增长了１１．１％。其中，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对这一增长的贡献率为

３７％，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的贡献率为６０％。

２．２００５年人口迁移成本的下降
如前所述，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国总流动劳动力增长了５　０００万。其

中，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总量增长了约２　４１０万，进入城市非农
业部门的总量增长了约２　４００万 （表２）。在这一时期，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平均
迁入成本下降了约１３％，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本下降了约１２％
（表４）。在反事实分析中，我们按比例调整２０００年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使各地
区农村非农业部门与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本分别降低到２００５年的水
平，即对于所有ｋ∈ ｛１，２，…，Ｎ｝，ｉ∈ ｛ａ，ｒ，ｕ｝，μ

︿ｉｊ
ｋｎ＝μｊｎ，０５／μｊｎ，００。其

中，μｊｎ 是地区ｎ 部门ｊ以迁入劳动力数量为权重的加权平均迁入成本，

ｊ∈ ｛ｒ，ｕ｝。
结果显示，当劳动力迁移成本降低到２００５年的平均水平后，农业部门的

劳动力降低６．１５％，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８．０３％，城市非农业部门
的劳动力增长４．４％，经济的总生产率增长４．０４％。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我
国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下降，使经济的总生产效率得到改进。但不容忽视的是，
目前我国城市的进入壁垒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仍很大。

（二）进一步降低城市进入壁垒的收益

１．城市进入壁垒与城市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户籍政策更加严格。我们经计算发现，２０００年北京、上海、

广州三个一线大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是三线以上城市的１．６５倍，是深圳、东
莞两个移民城市的２．４２倍；新一线与二线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是三线以上城
市的１．４４倍，是移民城市的２．１１倍；三线以上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是移民
城市的１．４７倍。
我们在本节首先按比例分别缩小一、二线城市的迁入成本，使一、二线

１４ 我国同一部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的规模及对经济的贡献都很小，我们不再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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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等于三线以上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即对于三个一线大
城市ｎ，μ

︿ｉｕ
ｋｎ＝０．６０６；对于所有新一线与二线城市ｎ，μ

︿ｉｕ
ｋｎ＝０．６９４；其余地区

的迁入成本保持不变。当某一地区的迁入成本下降后，该地区劳动力数量增
多，实际产出上升。由于在ＣＥＳ函数设定下，各地区产品无法完全替代，该
地区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因此，该地区的劳动力报酬会逐渐下降，直至
该经济达到新的均衡。在这个反事实实验中，新均衡下的农业劳动力减少

１．３３％，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减少５．０６％，城市非农业劳动力增长１２．８３％，
实际ＧＤＰ增长４．６４％。与此同时，各地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降低了

８．７２％，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改进。
其次，我们按比例分别缩小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使各级城市的平均迁

入成本与深圳、东莞这两个移民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相等。在这个反事实实
验下，农业劳动力减少４．９５％，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减少１３．８４％，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增长３９．０７％，实际ＧＤＰ增长１１．５３％。图４展示了我国城市规模
分布的变化。我们发现，城市规模分布曲线向右平移，并且曲线右端移动更
多。一方面，城市规模总体扩大，城市化水平１５提高６．８％；另一方面，大城
市的规模扩张明显高于小城市。

图４　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

　　注：图形参考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令ｘ代表城市非农业劳动力，横轴为ｌｎ （ｘ），

纵轴为ｌｎ（Ｐ （Ｘ＞ｘ））（表示城市规模大于ｘ的概率的对数）。实线表示初始均衡，虚线表示消除城

市进入壁垒与城市规模正相关性后的新均衡。对曲线进行了平滑处理。

１５ 本文定义的城市化水平是城市非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城市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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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农业进入壁垒的城乡差异
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平均迁入成本是农村非农业部门

的２倍以上 （表４）。因此，尽管我国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农
村非农业部门，仍有６０％的农业户籍人口选择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
进入城市的份额相对较小。在本节的反事实分析中，我们按比例缩小各城市
的迁入成本，使各地区调整后的城市进入壁垒等于农村非农业部门的进入壁
垒，即对于所有ｋ∈ ｛１，２，…，Ｎ｝，ｉ∈ ｛ａ，ｒ，ｕ｝，μ

︿ｉｕ
ｋｎ＝μ

ｒ
ｎ／μ

ｕ
ｎ。其中，

μｊｎ 是地区ｎ部门ｊ以迁入劳动力数量为权重的加权平均迁入成本，ｊ∈ ｛ｒ，ｕ｝。
在新的均衡中，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１１．５％，农村非农业部门的

劳动力减少２６．９６％，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了８１．６７％，城市化率
随之提高了１４．２１％。首先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使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在部门间
的差距缩小，各地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降低了３７．６９％。由于劳动力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我国实际ＧＤＰ增长了１９．５％。其次，图５展示了城市规
模分布的变化。在新均衡下，城市规模分布曲线向右移动，我国城市规模总
体扩大；同时，曲线左端的移动距离更大，表示小城市的劳动力增长率高于
大城市。这主要是由于，大城市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非农业进入
壁垒的城乡差异比较小。

图５　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
注：图形参考Ｄｅｓｍｅｔ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令ｘ代表城市非农业劳动力，横轴为ｌｎ （ｘ），

纵轴为ｌｎ（Ｐ （Ｘ＞ｘ））（表示城市规模大于ｘ的概率的对数）。实线表示初始均衡，虚线表示将城市

非农业部门的进入壁垒降低到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水平后的新均衡。对曲线进行了平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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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一）产品的替代弹性

在基准研究中，我们将非农产品的城乡替代弹性η设为３ （见表６）。在

反事实分析中，农村非农产品与城市非农产品的替代弹性η越大，当两部门

的迁入成本发生相对变化时，劳动力资源在两部门间再配置的规模也越大。

在本部分的反事实分析中，我们首先将η降低到１。如表７所示，当消除非农

业进入壁垒的城乡差异时，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减少１２．７８％，城市非农

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５７．８７％，劳动力在两部门间的再配置规模减小；经济总

生产效率提高１６．０１％，略低于基准研究中的增长率。相反，如表８所示，当

我们将η设为５时，降低城市迁入成本引起的劳动力再配置规模扩大，城市

劳动力与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提高。但总体而言，反事实分析的结果对η的取

值保持稳健。

此外，在基准研究中，我们将产品在区域间的替代弹性σ设为８。在反事

实分析中，产品在区域间的替代弹性σ越大，由劳动力迁移成本变化引起的

劳动力资源再分配的规模也越大。在本部分的反事实分析中，我们将σ降低

到４。研究发现，区域间的劳动力再分配减弱，但总体经济的变化与基准模拟

结果基本一致。当我们将σ提高到１０后，反事实实验的结果同样保持稳健。１６

（二）人口流动的收入弹性

首先，人口流动的收入弹性κ越大，由式 （１２）计算出的劳动力迁移成

本越小。当κ＝１．５时，２０００年的劳动力平均迁移成本是４．４９；当κ＝４时，

２０００年的劳动力平均迁移成本是２．６９。

其次，在反事实实验中，κ越大，由收入差距变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规模越

大。当κ降低到１．５后，由于人口流动的收入弹性降低，当迁移成本发生变

化时，劳动力相对更愿意留在户籍地。因此，与基准研究的结果相比，模型

计算的２０００年流动人口存量的经济贡献变大。１７相反，当κ＝４时，模型计算

的２０００年人口流动的经济贡献相对减小。反事实实验的结果汇总在表９、表１０
中。总体而言，本文的结论对κ的取值保持稳健。

１６ 受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示调整参数σ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１７ 在计算２０００年流动人口的经济贡献时，我们将某一类型的迁移成本设为无穷大。这意味着κ越小，
反事实实验中人口流动规模与实际ＧＤＰ越小，模型衡量的流动人口存量对经济的贡献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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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的聚集效应

由于城市聚集效应的存在，城市的生产效率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增长 （Ｃｉｃ－

ｃｏｎ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Ｇｌａ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ｅ，２００１）。我们在本节将城市聚集效应

引入模型中，假定城市的生产率由如下公式决定

Ａｕｎ＝ＡｕｎＬｕｎ γ， （２２）

其中，Ａｕｎ是外生恒定部分，０＜γ＜１。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将城市聚

集效应的参数γ 校准为０．０３４，Ｂ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５）将该参数设定为

０．０５。参考已有文献，我们将γ设为０．０５。如表１１所示，由于城市聚集效应

的存在，当城市的迁入成本降低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相对提高。我们按比

例分别缩小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使各级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与深圳、东莞

这两个移民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相等。在这个反事实实验下，城市非农业劳

动力总共增长了３９．６５％，实际ＧＤＰ增长了１２．９４％，略高于基准研究中的

增长率。

（四）城市的拥挤效应

在本文的基准模型中，由于土地供给恒定，住房租金随人口增加而上升，

形成了拥挤效应。除此之外，城市人口的增多可能也会带来污染、拥堵与犯

罪，进而降低居住的舒适度。本节将这种拥挤效应引入模型中，假定城市的

舒适度与城市规模相关，即

Ｂｉｎ＝Ｂ×Ｌｉ
λｉ
ｎ ， （２３）

其中，Ｂ 是外生恒定部分，λａ＝λｒ＝０，λｕ≤０。劳动者的异质性偏好ｂｊｎ 由

Ｆｒéｃｈｅｔ分布Ｇｊｎ （ｂ）＝ｅ－Ｂ
ｊ
ｎｂ
－κ
中抽取 （Ｒｅ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６），Ｂｉｎ 决定了劳动者对

地区ｎ 部门ｊ 的平均偏好水平，劳动力迁移份额的公式变为 ｍｉｊｋｎ ＝

（Ｂ
ｊ
ｎｖｊｎ

μ
ｉｊ
ｋｎｒｊ

（１－α）
ｎ

）
κ

∑
ｓ∈｛ａ，ｒ，ｕ｝

∑
Ｎ

ｍ＝１

（Ｂ
ｓ
ｍｖｓｍ

μ
ｉｓ
ｋｍｒｓ

（１－α）
ｍ

）
κ

。

Ａｌｂｏｕｙ （２０１２）指出城市的舒适度与城市规模无关，即λｕ＝０，与本文

基准模型的设定一致。参考 Ｃｏｍｂ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ｂｉｌｌｉｏｎ （２０１５）与 Ｂ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 （２０１５），我们将λｕ 设为－０．０４。如表１２所示，由于城市拥挤效应的

存在，当城市的迁入成本降低时１８，城市人口的增长率相对降低。其中，在消

除非农业部门进入壁垒的城乡差异后，我国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增长了

１８ 为了便于与基准结果相比较，我们令迁移成本的变动与基准模拟中的设定保持一致。在引入城市聚
集效应与城市拥挤效应后，反事实实验计算的２０００年流动人口存量与２００５年迁移成本下降的经济贡
献保持稳健，本文不再展示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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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２％，城市化率提高了１３．５９％，实际ＧＤＰ增长了１８．６８％，略低于基准

模拟中的增长率。

表６　基准参数下的反事实分析

农业

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

率的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６．７６％ １１．７６％ ３．４２％ ４．１５％ －１５．３１％

２０００年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２．５０％ －４．３１％ １８．４５％ ６．６８％ －１４．５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 －６．１５％ ８．０３％ ４．４０％ ４．０４％ －１２．８４％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４．９５％ －１３．８４％ ３９．０７％ １１．５３％ －２１．９４％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１．５０％ －２６．９６％ ８１．６７％ １９．５０％ －３７．６９％

　　注：基准参数见表３。

表７　稳健性检验：η＝１

农业

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６．７３％ １０．４８％ ５．３０％ ４．４４％ －１４．３３％

２０００年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３．８１％ －１．９２％ １５．３０％ ６．６７％ －１７．８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 －６．００％ ７．２９％ ５．２５％ ４．１３％ －１２．３６％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５．８６％ －５．９１％ ２７．９３％ ９．７１％ －２３．４０％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１．８４％ －１２．７８％ ５７．８７％ １６．０１％ －３５．６３％

表８　稳健性检验：η＝５

农业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６．７６％ １２．１３％ ２．９０％ ４．０６％ －１５．５９％

２０００年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２．３２％ －４．９３％ １９．３４％ ６．６９％ －１３．５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 －６．２０％ ８．２７％ ４．１２％ ４．０１％ －１３．００％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４．５９％ －１６．５５％ ４２．７３％ １２．０９％ －２１．４２％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１．１９％ －３１．８８％ ８８．８１％ ２０．５２％ －３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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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稳健性检验：κ＝１．５

农业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８．３７％ １４．４１％ ５．６７％ ５．９７％ －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３．５８％ －３．５４％ ２１．３１％ ７．８０％ －１８．３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 －４．７９％ ４．４０％ ６．６７％ ３．８８％ －１１．７７％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８．８７％ －１６．４７％ ５５．４３％ １４．８４％ －２９．５５％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８．６８％ －１６．３７％ ５４．６７％ １３．１４％ －３０．８６％

表１０　稳健性检验：κ＝４

农业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２０００年同一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５．９８％ １０．４７％ ２．５７％ ３．３８％ －１３．２７％

２０００年跨地区并跨部门的人口流动 －２．０７％ －４．４９％ １７．０５％ ６．１７％ －１３．１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劳动力迁移成本的降低 －５．３４％ ７．５０％ ２．８７％ ３．４９％ －１０．７４％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４．６１％ －１５．２４％ ４０．５２％ １２．３５％ －２１．９８％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２．００％ －３１．１１％ ９０．４５％ ２２．５６％ －３９．４５％

表１１　稳健性检验：城市聚集效应

农业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４．８４％ －１４．３６％ ３９．６５％ １２．９４％ －２２．３２％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１．４３％ －２８．１５％ ８３．５４％ ２２．７６％ －３８．０９％

表１２　稳健性检验：城市拥挤效应

农业劳动力
农村非农

业劳动力

城市非农

业劳动力
实际ＧＤＰ

劳动生产率

的标准差

按比例分别降低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

使其平均迁入成本与移民城市相等
－４．８０％ －１３．４１％ ３７．８５％ １１．１２％ －２１．４３％

消除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进入壁垒的城

乡差异
－１０．９６％ －２５．８６％ ７８．１２％ １８．６８％ －３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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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从
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推动了我国的产业转型、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我国劳动力
资源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本文基于包含人口流动摩擦的空间均衡模型研
究发现，我国在２０００年的流动人口存量能够解释１１．１％的总产出增长；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国劳动力的平均迁移成本下降了约１４．６％，使经济总
生产效率提高４％。
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化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然而，户

籍政策带来的人口流动壁垒尚未消除，我国各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农
村非农业部门，同时大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中小城市，造成我国城市
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规模不足，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
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户籍政策，逐步放松大城市的户籍限制。本文的反事实
分析显示，首先，按比例分别缩小各级城市的迁入成本，使各级城市的平均
迁入成本与深圳、东莞这两个移民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相等，将使我国实际

ＧＤＰ增长１１．５３％，城市化水平提高６．８％；其次，将城市劳动力进入壁垒降
低到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水平，将使我国经济效率提高１９．５％，城市化水平提
高１４．２１％。
本文的结论基本与Ｔ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９）等文献保持一致。一方面，

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的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成本仍
然很高，进一步消除人口流动壁垒将极大改进我国的经济效率。随着我国迈
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资源日益稀缺，合理有序地推进我国户籍政策的改革，
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除了户
籍政策之外，住房供给不足与房价高企也是限制我国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
将各地区住房供给的差异加入模型中，是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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